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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的“双刃剑”效应:高水平开放
背景下贸易摩擦的引致与抑制

马野青1,2,王冠宇1,赵彬策1

(1.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2. 南京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压力的增大,国际贸易摩擦呈现长期化和复杂化趋势。 深入

探讨贸易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制定有效应对策略,成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

议题。 以境外对华反倾销为例,探究制度距离是否会引致贸易摩擦,并采用 1996—2023
年中国与 60 个贸易伙伴间的国家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制度距离的增

加总体上抑制了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采用建交时长作为工

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制度距离对反倾销具有抑制性的结论依然成立;从内在影响机

制来看,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具有“双刃剑”效应,虽通过认知歧视效应增加反

倾销概率,但也凭借贸易成本效应与贸易互补效应降低这一概率,且总体上后两者的抑制

作用超过前者的促进作用。 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正确认识制度距离与贸易摩

擦的关系,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分重要。 建议政府根据自身经济社会

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步骤和节奏,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制度协调,消除中

国产品频繁遭受贸易摩擦的制度性原因;通过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贸易治理规则重构、稳步

扩大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规避贸易中的制度性摩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加强国内制度改革与开放的联动,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保障,为贸易高质量发

展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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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

外开放。 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

度型开放[1]32,并将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作为主要目标任务[1]25。 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并以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深化

国内改革与扩大开放的联动,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2] 。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全球经贸格局深刻

调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呈现复

杂化、长期化趋势,国际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显

著增加。 在此背景下,如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以有效应对贸易摩擦,已成为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进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部分学者基于经

济利益冲突视角,认为贸易失衡、产业竞争、知
识产权纠纷以及技术赶超等因素是贸易摩擦的

主要诱因[3-4] 。 但也有学者认为,制度差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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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贸易摩擦的最根本原因,中长期制度安排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边关系,致使国家在贸

易摩擦决策中考虑多次重复性博弈的利益[5] 。
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资本、劳动、资源等生

产要素并非一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制度

差异才是决定各国之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因

素[6] 。 所以,国家间的制度距离必然会影响两

国的经贸关系。 那么,制度距离究竟对贸易摩

擦产生什么影响? 是否会加剧双边贸易摩擦发

生概率? 解答这些问题,对于深入理解制度距

离与贸易摩擦的关系、科学制定中国对外贸易

战略与政策、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具有

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随着《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RCEP)、《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CPTPP)等高水平区域

贸易协定的深入推进,中国与签署国将在多个

领域实现关税减免,进一步促进双边及多边贸

易自由化。 实际上,从贸易摩擦类别来看,相互

加征高额关税这种全面激烈对抗的策略,容易

造成贸易双方两败俱伤。 从长期来看,非关税

贸易壁垒仍是全世界贸易摩擦的主要政策工

具,也是中国企业参与国际贸易面临的主要挑

战。 反倾销作为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形式之

一[3] ,已成为各国寻求贸易保护最为常用和重

要的手段[7] 。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

文献聚焦于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

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 一是制度质量对国际贸

易的作用层面。 有学者提出,拥有高质量制度

的国家能有效保障参与国际事务企业的相关权

益,降低其贸易成本,推动国际贸易的顺畅开

展[8] ;而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在劳动密集型

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制度质量的提高有助于促

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9] 。 此外,制度质量

还和道德风险有关,高制度质量国家能够更有

效地监督工人生产行为,降低道德风险发生概

率,有利于该国选择规模较大的行业进行生产

并出口[10] 。 二是双边制度距离对国际贸易的

影响层面。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距离是国家

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因素[11] ,贸易双

方的制度距离会阻碍双边贸易的开展[12-13] ,显
著抑制产品进入国际市场[14] 。 与之相反,相近

的制度意味着相近的安排与熟悉的运作模式,
两国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因认同感的增加而降

低,从而促进双边贸易的开展[15] 。 王孝松等从

贸易保护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间制度距离的

缩小会强化双边关系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作

用[5] 。 另一类文献主要围绕反倾销的影响因

素展开研究。 大量学者从非制度因素的视角出

发,深入剖析失业率、汇率、贸易逆差和出口渗

透率等宏观经济因素[16-17] ;利益集团游说、政党

游说等政治因素[18-20] ;报复、反倾销俱乐部等策

略因素[21]对反倾销政策实施的动机及反倾销裁

决的影响。 在反倾销的制度因素研究方面,主要

集中在制度对发起反倾销动机的影响,认为制度

框架会为政治压力和游说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从

而影响政府的反倾销选择[22] ,但也会产生组织

游说费用、诉讼费用等成本,进而影响利益相关

者对发起反倾销成本和收益的权衡[23] 。 尽管上

述文献对制度如何影响反倾销进行了研究,但大

多仅局限于进口国自身制度框架对反倾销实施

动机影响的探讨,鲜有文献系统探究两国间的制

度距离对反倾销的影响。
本研究以境外对华反倾销为研究对象,探

究制度距离与贸易摩擦的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

制,以各国与中国的建交时长作为制度距离的

工具变量,并采用 1996—2023 年中国与 60 个

贸易伙伴的国家层面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成功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系
统探究两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反倾销的影响及

其内在机制,以期筑牢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防线,推动经济与贸易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在
全球经济格局中持续提升竞争力与影响力。

二、理论机制

本研究从 WTO 成员发起反倾销需要满足

的 3 个条件切入,识别引发反倾销的根本因素,
并纳入制度距离变量,探究制度距离对这些因

素的影响,进而明确完整影响渠道。
1. WTO 成员采取反倾销措施需满足的 3

个条件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议》,WTO
成员发起反倾销必须满足以下 3 个条件:

条件 1:进口商品价格低于正常价值。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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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价值可依据出口国国内市场正常贸易中的销

售价格、同类产品出口至适当第三国的可比价

格、同类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上合理费

用与利润后的结构价格来判定。 因此,出口国

的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越有可能被判定低于正

常价值,遭到反倾销概率越高;反之,产品价格

越高,越不容易遭受反倾销。
条件 2:国内同类产品或产业受到实质损

害或受到实质损害威胁。 进口产品威胁或阻碍

进口国本土相关产业利益程度越大,则进口国

基于本国利益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的概率就

越高;反之,进口产品与进口国需求的互补程度

高,则遭受反倾销的可能性较低。 一方面,与进

口国需求互补的进口产品会形成与本土产品的

错位竞争,不会剥夺本土工人的工作机会,也不

会威胁到本土主要产业的利益;另一方面,与进

口国需求互补的进口产品能满足进口国消费偏

好,降低进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概率[16] 。
条件 3:国内同类产品或产业受到的实质

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与低价出售行为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这一条件认定需进口国反倾销实施

的行政当局认定,而认定过程往往具有明显的

政治歧视性和随意性, 几乎不考虑经济因

素[18] 。 一国通常基于利益和策略考量,不论两

者真实的因果关系如何,进口国往往都给予肯

定性认定,这种歧视性认定会影响反倾销发生

的概率。
2. 纳入制度距离因素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 15 条存在争议性和

模糊性[24] ,自中国入世以来,市场经济地位始

终备受争议,在此背景下,WTO 成员与中国的

制度距离必然影响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与

此同时,制度距离直接作用于两国贸易,进而对

反倾销产生影响。 为全面评估制度距离对反倾

销的影响,本研究从引发反倾销的 3 个条件出

发,探究其内在影响机制。
首先,考察制度距离对条件 1 的影响,即对

价格的影响。 国家间制度距离会增加国际贸易

的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25] :事前成本指在贸易

开展前,出口方搜寻信息、适应市场以及和合作

方谈判的成本。 制度距离会增加贸易双方交流

的障碍和误解,使贸易双方花费更高成本去搜

寻信息、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约束条件,致使谈

判成本上升。 事后成本主要包括因商业惯例、
商业文化差异产生的合约履行成本,以及因法

律制度距离而产生的纠纷解决成本。 制度距离

越大的国家,在法律与商业运作规律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也越大,会增加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进而增加合同履行成本;同时,制度

距离越大,贸易纠纷产生的可能性越高,不同的

法律制度及经济规则还会提高纠纷解决成本。
总体来看,贸易双方的制度距离越大,贸易成本

越高,而较高的贸易成本意味着更高的出口产

品定价。 根据条件 1,出口产品价格越高,则低

于正常价值的可能性越低,进口国采取反倾销

措施的概率也就越低。 此外,较大的制度距离

引致的较高的贸易成本也会对产品的出口产生

负向作用[26-27] ,出口规模的减少同样会降低反

倾销发生的概率[17] 。 据此,提出假设 H1:制度

距离存在“贸易成本效应”,即中国与进口国之

间的制度距离会通过提高贸易成本降低中国遭

受反倾销的概率。
其次,考察制度距离对条件 2 的影响,即对

产品阻碍和威胁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制
度距离较大两国可能存在贸易互补效应。 贸易

互补程度指一国的出口供给结构与另一个国家

的进口需求结构相匹配的程度。 从需求角度来

看,当两国制度距离较大时,两国消费者在生活

方式、消费习惯、文化偏好等方面都会存在显著

差异。 相应地,较大的制度距离会增加两国生

产产品的文化异质性和多样性[28] ,这种蕴含制

度异质性的外来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进口消费

者多样化的偏好[29] 。 从供给角度来看,即便两

国在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方面完全相同,制度

距离仍会造成两国在比较优势产品上存在差

异[30] 。 通常,各国在生产适合自己国家居民收

入水平、制度规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劳工

标准等)及消费习惯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较大的制度距离会加大出口国出口产品与进口

国本土产品的差异性,形成错位竞争。 总体而

言,制度距离会促进两国贸易互补。 结合条件

2 可知,贸易互补能够减少进口产品对进口国

本土产品的替代和威胁,进而降低贸易伙伴国

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概率。 据此,提出假设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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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存在“贸易互补效应”,即中国与进口

国之间的制度距离会通过促进贸易互补降低中

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最后,考察制度距离对条件 3,即肯定认定

的影响。 WTO 成员判定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

销,首先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公平价格的认定。
正常情况下,成员核算中国产品公平价格时,应
依据中国企业实际出口情况判断。 但实际并非

如此,即便中国加入 WTO,中国出口企业仍需

依照《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 15 条( a) 项( ii) 目

规定,先证明自身所在产业符合市场经济运行

规律。 然而,WTO 法律体系并未直接给出“市

场经济地位”的定义与判定标准,致使各成员

依据国内标准判断中国企业的举证责任。 长期

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这种“非市场经济地位”确实增加了中

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31] 。 不仅如此,印度等发

展中国家也采取相同做法,一直沿用“替代国”
价格计算中国出口产品倾销幅度。 《中国入世

议定书》规定,“替代国”做法应于 2016 年年底

终止,但美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仍维持或变相

维持对华反倾销的“替代国”做法。 例如,欧盟

虽然废除了“非市场经济国家” 名单,但引用

“市场扭曲” 这一相近概念,本质上仍维持了

“替代国”做法。 此外,WTO 在“替代国” 选择

方法及标准上存在模糊性,在实质性反倾销因

果关系的认定方面赋予了反倾销行政主管部门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各成员通常基于自身经济

利益需要解释市场经济地位的具体标准,使中

国难以满足成员国国内制定的市场经济地位标

准。 陆建明等以美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为研究

对象,发现美国商务部在倾销认定环节的歧视

性标准, 是中国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关键所

在[32] 。 在此背景下,其他成员与中国的制度距

离越大,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知歧视就越

大,中国获取其他成员“市场经济”待遇的难度

也就越大。
除了贸易规则的认知歧视,制度差异引发

的理念冲突也会直接影响国际贸易关系的稳

定。 较大的制度距离意味着两国在发展模式、文
化文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使得双方在沟通理解上更为艰难,

进而引发理念的冲突。 国家的正式制度蕴含着

国家意志、利益、行为以及贸易政策等要素,非正

式制度下形成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利益观也

影响着反倾销的行为规则。 所以,制度距离带来

的规则、理念等方面差异,会引发进口国对中国

的认知歧视。 进口国行政当局有较大自由裁量

权时,认知歧视的存在会致使进口国更倾向于从

自己的认知和利益出发,对反倾销的调查结果做

出有倾向性或随意性的判断与裁定,从而增加歧

视性认定的风险。 据此,提出假设 H3:制度距离

存在“认知歧视效应”,即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

制度距离会引发双边在规则、理念等认知方面

的冲突和歧视,从而增加中国遭受反倾销的

概率。
综上所述,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

虽然会通过认知歧视效应增加中国遭受反倾销

的概率,但也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和贸易互补效

应抑制反倾销,制度距离对中国遭受反倾销概率

的综合影响,需要考虑三种效应大小的比较。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策略

1. 基准模型设定与指标说明

(1)基准模型设定

构建面板二值选择模型,检验制度距离对

中国遭受反倾销概率的影响,回归模型为

ADit =β0 +β1 idit+γkX it+φt+εit (1)
式中:i 为国家;t 为年份;ADit 为 i 国 t 年对华发

起的反倾销制裁情况;idit 为制度距离;X it 为控

制变量; φ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

差项①。
(2)指标说明

被解释变量(ADit):采用 i 国 t 年是否对中

国发起反倾销制裁来表示(是取 1,不是取 0),
数据来源于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与中国贸易救

济网。
核心解释变量( idit):由于本研究考察的是

两国之间制度距离对反倾销的影响,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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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上还应该控制国家固定效应,但被解释变量“制度

距离”所包含“文化距离”的时不变特征却极大地限制了这一

点,故本研究尽可能在被解释变量中添加国家层面的时不变

变量来进行更加精准的因果识别,同时也使用工具变量法来

缓解这一情况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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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范畴,因此采用多数学者的做法,选取两

国间法律、经济、文化 3 个维度的指标来进行测

算[33-35] ,其中法律与经济距离属于正式制度距

离,文化距离属于非正式制度距离。 法律制度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该指

数包含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性和杜绝暴

力、管制质量、政府管制效率、法制程度以及腐

败控制 6 个指标;经济制度维度指标来源于美

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根
据时间跨度与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数据库中的

7 个指标,即产权、政府支出、货币、商业、投资、
贸易、财政自由;文化维度指标来自 Hofstede 指

数,该指数提出用权利距离、个人主义、男性主

义、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抑制人生观共 6
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数据来

源于 Hofstede 网站。 关于制度距离测量的方

法,采用的是 Kogut 等提出的模型[36] ,公式为

idit =∑
n

d = 1
( Idit - Idct) 2 / nVd (2)

式中:Idit、Idct 分别为 i 国与中国在 d 指标上的

得分;n 为制度距离所含指标数量;Vd 为 d 指标

的方差。
控制变量 (X it ) 的选取主要从 4 个方面

考虑:
a. 宏观经济因素。 ①贸易逆差(ATB it):使

用各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与出口额的差额的对数

值表示(若为负数,取绝对值对数的负数),数
值越大意味着双边贸易失衡程度越高,则引致

进口国发起反倾销的概率越高。 数据来源于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 ②汇率(Exrit):汇率

波动会引发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 进口国货

币升值,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会增加反倾销寻

求贸易保护,但本币升值导致进口产品价格相

对升高,也会减少反倾销制裁的概率。 汇率用

人民币兑换各国本币的直接标价法的对数值表

示,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 ③
进口国 GDP 增长率(RGDP it):GDP 增长率可

以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当进口国 GDP
增长率下降时,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此时进

口国寻求贸易保护的意愿加强,对出口国发起

反倾销的可能性增加[18] 。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统计年鉴。 ④出口增长率(RExpit ):出口

增长率是指中国对进口国的出口增速,如果出

口增速过快,会导致进口国内相同行业的市场

份额迅速下降。 因此,出口激增通常是引致反

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直接原因[17] 。 数据来

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 ⑤进口增长率

(RImpit):进口增长率表示中国从别国的进口

增速。 如果增速较大,表明中国是该国重要的

出口市场,则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倾向较小。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

b. 政治因素。 中国是否加入 WTO(WTO):
WTO 拥有一套严格明确的反倾销申诉与裁定

程序以及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16] ,中国加

入 WTO 后,受 WTO 规则的约束,其他国家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利益集团游说导致的反倾

销手段滥用,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降低。 但

中国出口规模在加入 WTO 后迅速扩张,也会

导致遭受反倾销的概率增加。 2002 年以前变

量取 0,2002 年及其以后取 1。
c. 策略性因素。 ①中国是否对其实施反倾

销(TFTit):反倾销具有明显的报复性,如果中

国对贸易伙伴国发起反倾销,有可能遭到贸易

伙伴国的报复。 如果当年中国对该国发起反倾

销则该变量取 1,没有取 0。 数据来源于全球反

倾销数据库。 ②是否是反倾销俱乐部成员国

(ADclubi):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更加可能对其贸易伙

伴国采取反倾销措施,这些反倾销俱乐部中的

国家更有可能对中国采取更为频繁的反倾销措

施。 如果是上述 6 个国家之一则变量取 1,不
是取 0。

d. 其他因素。 ①双边地理距离(Disti):地
理距离较近的两国间更倾向于采用外交手段而

非发起反倾销等贸易诉讼来解决贸易问题,以
保持邻里国家间的友好关系[37] 。 地理距离用

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的对数值来表示,
数据来源于 CEPII 的 GeoDist 数据库。 ②是否签

订自由贸易协定(FTAit):两国所处的外部环境

也会影响反倾销行为[17] 。 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

国家往往具有更为稳定的贸易关系,反倾销等贸

易摩擦产生的概率也会减少。 如果当年中国与

该国存在自由贸易协定则变量取 1,没有取 0。
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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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机制研究与数据说明

为检验制度距离是否通过贸易成本效应、
贸易互补效应以及认知歧视效应 3 个机制来影

响反倾销,借鉴温忠麟等的做法[38-39] ,采用中

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构建递归方程进行检验。
具体递归方程为

ADit =a0 +β1 idit+γX it+φt+εit (3)
Z it = b0 +β2 idit+φX it+φt+εit (4)

ADit = c0 +δ1zit+β3 idit+ηX it+φt+εit (5)
式中:Z it 为中介变量,其余变量与前文基准模

型一致。
本研究选取的中介变量包括:
a. 贸易成本效应。 根据 H1,制度距离会增

加贸易成本进而减少出口国遭受反倾销概率,
因此,选取贸易双方之间的贸易成本(τij)作为

检验贸易成本机制的中介变量。 参照 Novy 贸

易成本的测度方法[40] ,计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

贸易成本,公式为

τit = 1-
xictxcit

GDP it-xict( ) GDPct-xcit( ) s2

1
2ρ-2

(6)

式中:τij 为 t 年 i 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成本;xict

为 t 年 i 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量;xcit 为 t
年中国从 i 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量;GDP it、GDPct

分别为 t 年 i 国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ρ 为替代

弹性,参照 Anderson 等的做法[41] ,取值为 5 ~
10,本研究展示的是取值为 8 时的一系列估计

结果①;s 表示可贸易商品所占的比例,参照钱

学锋等的做法[42] ,取值为 0. 8。 数据来源于联

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
b. 贸易互补效应。 根据假设 H2,制度距离

会导致进口国本土需求与进口产品存在贸易互

补效应,从而减少发起反倾销概率,因此选取贸

易互补性指数为中介变量,对该机制进行检验。
贸易互补性指数衡量一国出口供给与另一国进

口需求的匹配程度,计算公式为

C it =∑
k

RCAxcktRCAmikt( )
Wkt

Wt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7)

式中:C it 为 t 年 i 国与中国的贸易互补指数;
RCAxckt 为中国在 k 产品的比较优势;RCAmikt 为

i 国在 k 产品的比较劣势②;Wt 为全球所有产

品总出口额;Wkt 为全球 k 产品总出口额。 数据

均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数据库的基础数据计

算而得。
c. 认知歧视效应。 根据 H3,制度距离会引

发双边在规则、理念等认知方面的冲突和歧视,
从而增加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关于“认知

歧视”的衡量,本研究认为相较于宗教、民族等

变量,选用加权遗传距离作为“认知歧视”的代

理变量更为合理,主要原因在于:遗传距离近的

民族之间更加亲近,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体系

上具有相似性,而加权后的遗传距离不仅可以

衡量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构成,还能体现国家

之间的认知理念的相似性和包容性,距离越大,
认知差异也就越大,由此带来的歧视程度也就

越大。 参照黄新飞等对于遗传距离的计算方

法[11,43]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加权遗传距离计算

公式为

GDi =∑
i

∑
c
sipscpdpq (8)

式中:GDi 为国家 i 与中国之间的加权遗传距

离;sip 为 i 国民族 p 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scp

为中国的民族 q 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dpq 为

民族 p 与 q 之间的遗传距离。 各国与中国间的

加权遗传数据来源于黄新飞等的研究[11] ,为保

证样本容量,对缺失数据的样本采用黄新飞等

测算的该国所在大洲与中国的遗传距离平均值

代替[43] 。 此外,在回归中对遗传距离结果进行

对数处理。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先将核心解释变量,即制度距离测算所需

的法律、经济、文化 3 个维度的来源数据库基于

年份和国家一致性原则进行匹配,最终匹配后

的结果包含 1996—2023 年中国和 60 个国家

(地区)的各制度维度的指标数据③。 由于反倾

销是基于一定贸易规模才会发生的事件,匹配

成功的 60 个国家(地区)均是国际贸易的主要

参与者,同时也是与中国来往密切的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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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取 5、8、10 分别进行核算后,估计结论均一致。
产品比较优(劣)势通过该产品在该国出(进) 口中所

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份额之比来

计算。
数据库匹配后的指标年份为 1996 年、1998 年、2000 年

以及 2002—2023 年共 25 年,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的主要原因在

于法律制度维度的来源数据(即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

数”)缺少 1997 年、1999 年及 2001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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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中,中国对样本考察的这 60 个国家(地

区) 的出口额占中国当年总出口额的 90% 左

右,且这些国家(地区)基本涵盖了 1996—2023
年对中国发起过反倾销的所有国家(地区)。
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
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此次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中介变

量的样本同制度距离数据进行匹配,所得的各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2 展示了 1996—2023 年中国与样本范

围内不同国家(地区) 制度距离的均值分布情

况(根据式(2)测算所得)。 由表 2 可知:一方

面,制度距离与地理距离相关,即中国与距离中

国地理较近的国家间的制度距离相对较小,与
较远国家间的制度距离相对较大。 另一方面,
制度距离与国家(地区)发达程度相关,即中国

与欧盟、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地

区)之间的制度距离较大,而与东南亚、中亚、
非洲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地区) 间的制度距

离较小。

4. 内生性处理

除遗漏变量外,本研究还可能面临因制度

距离与反倾销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所引发的内

生性问题。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

演化进程较为缓慢,在中短期内中国与贸易伙

伴国的非正式制度距离即文化距离保持不变

(这在变量测算中可以体现,测算得出的文化

距离是非时变的变量),但中国可以在中短期

内对正式制度即经济与法律制度进行调整。 所

以,虽然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会通过多种渠道

影响反倾销,但如果出口产品频繁遭受反倾销,
中国可以对相应的正式制度进行调整,从而可

能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总制度距离。 为解决

制度距离与中国遭受反倾销之间潜在的双向因

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利用

工具变量进行处理。 考虑到通常只有正式制度

距离与反倾销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本研究

选取建交时长作为正式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
再利用式(2)中 Kogut 等提出的制度距离的测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符号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数

被解释变量 是否遭受反倾销 ADit 0. 275
 

1 0. 455
 

8 0 1 1
 

490
解释变量 制度距离 idit 2. 875

 

2 1. 442
 

1 0. 330
 

3 6. 781
 

3 1
 

490

控制变量

贸易逆差 ATBit -0. 123
 

3 2. 071
 

1 -6. 633
 

4 5. 896
 

6 1
 

490

汇率 Exrit -0. 131
 

2 2. 598
 

4 -4. 626
 

2 8. 348
 

2 1
 

490

出口国 GDP 增长率 RGDPit 0. 070
 

1 0. 132
 

4 -0. 650
 

0 0. 789
 

5 1
 

490

出口增长率 RExpit 0. 362
 

9 0. 460
 

3 -0. 696
 

2 7. 929
 

2 1
 

490

进口增长率 RImpit 0. 602
 

0 9. 574
 

2 -0. 998
 

8 374. 22　 　 1
 

490

是否加入 WTO WTO 0. 872
 

0 0. 370
 

4 0 1 1
 

490

中国是否对其实施反倾销 TFTit 0. 110
 

6 0. 302
 

1 0 1 1
 

490

是否反倾销俱乐部成员 ADclubi 0. 102
 

5 0. 289
 

6 0 1 1
 

490

双边地理距离 Disti 9. 326
 

7 0. 606
 

5 6. 862
 

4 9. 867
 

7 1
 

490

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FTAit 0. 134
 

2 0. 243
 

3 0 1 1
 

490

中介变量

贸易成本 τit 0. 540
 

2 0. 086
 

9 0. 301
 

7 0. 844
 

1 1
 

490

贸易互补性指数 Cit 0. 923
 

3 0. 226
 

5 0. 231
 

6 1. 813
 

3 1
 

490

加权遗传距离 GDi 5. 027
 

8 0. 887
 

0 1. 211
 

9 6. 070
 

7 1
 

490

表 2　 1996—2023 年中国与不同国家(地区)制度距离均值分布情况

制度距离 国家(地区)

0≤idit<1. 5 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塞尔维亚、摩洛哥、巴西

1. 5≤idit<3
伊朗、保加利亚、秘鲁、克罗地亚、罗马尼亚、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哥伦比亚、墨西哥、韩国、委内
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斯洛伐克、萨尔瓦多、波兰、希腊、拉脱维亚、意大利、捷克、乌拉圭、立陶
宛、斯洛文尼亚

3≤idit<4. 5 日本、匈牙利、西班牙、马耳他、智利、葡萄牙、爱沙尼亚、法国、新加坡、德国、比利时、美国、瑞士

idit≥4. 5 卢森堡、奥地利、加拿大、爱尔兰、英国、挪威、澳大利亚、荷兰、芬兰、新西兰、瑞典、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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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36] ,将建交指数构建的距离与文化距离

结合,构建关于总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具体公

式为

IVi =∑
n

d = 1
( I′dit - I′dct) 2 / Vd + cdi (9)

式中:IVi 为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cdi 为中国与

i 国的文化距离;I′dit 为 i 国与中国建交时长,将
中国视作与自身 1949 年建交,即 I′dct = t-1949。
设 t0 为 i 国与中国建交时点,因此建交时长维度

差异:| I′dit-I′dct | =(t-1949)-(t-t0)= t0 -1949。
结果表明: 一国与中国建交时间越早

(长),与中国的法律、经济制度差异越小。 本

研究选取建交时长作为正式制度距离工具变

量,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一方面,建交时长能

够有效解释经济和法律制度距离的变化,即满

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外交关系可以视为

两国之间长期性的正式制度安排,国家之间历

史悠久的外交关系可使双边贸易活动嵌入特定

的制度背景[44] 。 外交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双
方之间的民间与官方交流越多,各国企业对对

方国家的经济与法律制度了解越深入,双方产

生经济和法律制度摩擦的概率也会随之下降。
同时,外交关系建立的时间越长,双方处理政治

经济文化方面摩擦积累的经验越多,越有可能

将诸如经济和法律领域摩擦的事件控制在可接

受范围内。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两国间外交关

系的持续和延长,贸易双方在经济与法律规则

方面相互借鉴、自我调整、相互磨合,有助于缩

小双边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距离[45] 。 因此,
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建交时长与双边正式制度

距离的变化紧密相关。 另一方面,建交时长与

遭受反倾销概率之间具有很强的“外生性”:第
一,其他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属于历史事

件,不受之后反倾销事件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

认为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时间长短仅通过制度

距离渠道影响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概率,即
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性质。 但值得注意

的是,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长短是否会通

过影响双边贸易量对反倾销产生影响? 实际

上,两国贸易量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

是否建立外交关系,而在于两个国家之间是否

签订了某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两国同

时加入某个贸易自由化组织(如 WTO、 RTA、
FTA 等)。 一般来讲,若两国仅建立外交关系

却未签订各类区域贸易协议,其关税税率及其

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会较高,致使中国出口产品

在进口国的市场价格偏高。 在此情况下,建交

时间的长短对中国出口产品在进口国的市场出

口量影响较小,不会对进口国相关产业构成威

胁并触及反倾销的条件。 第三,中国在遵循和

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

外交关系,即使建交时间长短在某种程度上影

响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根据互利互惠原

则,在协商谈判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制度协调对

中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情况产生影响。 因

此,从理论上讲,建交时长不会直接影响反倾

销,只能通过制度距离途径影响反倾销,基于建

交时长建立的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当然,本研

究在基准回归部分,还会从实证角度验证选取

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1. 基准估计结果

此次研究的基准回归采用面板二值选择模

型(Xtlogit)对方程进行估计;使用 Probit 两步

法对含工具变量的二值选择模型进行估计;使
用混合回归( Logit)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

检验①。 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制度距离

指标构建过程中使用的文化距离指标为非

时变变量,如果采用面板二值固定效应模

型,则制度距离中的文化距离因素会在回归

中被剔除,这显然不符合研究初衷。 而随机

效应模型允许这一情况的存在,因此,基准

回归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②,同时汇

报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工具变量法在一定

程度上也可以解决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

·521·

①

②

各模型选取理由为:第一,
 

Xtlogit 较于 Xtprobit 模型可

以进行霍斯曼检验从而选择固定效应、随机效应还是混合回

归;第二,Probit 两步法是目前能对含工具变量的面板二值选

择模型进行有效估计的唯一方法;第三,工具变量为非时变变

量,混合回归的结果能更加精确直观地展示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 方颖等[46] 在检验工具变量有效性时均使用混合回归。
霍斯曼检验接受了随机效应的原假设,也在一定程

度上支持了本研究选用的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的有效性与合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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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本研究还

控制了所有模型的年份固定效应并利用稳健标

准误处理异方差问题。
表 3 汇报了基准回归以及用工具变量进行

内生性处理后的估计结果。 其中,列(1) 汇报

了制度距离对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的影响;
列(2)(3)分别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和

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列(4)(5)分别汇报了反

倾销对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以及反倾销同时对

制度距离及其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用以验

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制度距离系数在列

( 1)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中国

与其他国家制度距离的增大,中国遭受这些

国家反倾销制裁的概率会降低;在用建交时

长作为制度距离的工具变量对内生性进行

处理后,列( 3) 中制度距离的估计系数依旧

显著为负①,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果

依然与基准回归相同,即制度距离总体上对反

倾销有抑制作用。
结论同样表明,制度距离的贸易成本效应

与贸易互补效应的综合作用效果要大于认知歧

视效应。 本研究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贸
易成本效应和贸易互补效应主要作用于反倾销

的前两个条件,即制度距离对产品的价格与正

常价值差额以及产品是否会对本土产业构成威

胁的影响,但认知歧视效应主要作用于条件 3,
即两者因果关系的判定上,引起反倾销的条件

3 是以条件 1 和条件 2 为基础的。 换句话说,

表 3　 基准回归与工具变量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基准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工具变量检验

(1) (2) (3) (4) (5)
ADit IV-first ADit ADit ADit

idit -0. 434∗∗ -0. 651∗∗ -0. 424∗∗∗

( -2. 08) ( -2. 26) ( -5. 99)
IVi 0. 060

 

8∗∗∗ -0. 123∗ -0. 070
 

1
(2. 87) ( -1. 97) ( -1. 22)

ATBit 0. 206∗∗∗ 0. 036
 

7∗∗ 0. 078
 

2∗∗∗ 0. 104∗∗ 0. 128∗∗∗

(2. 73) (1. 97) (3. 23) (2. 42) (2. 93)
Exrit -0. 135 -0. 223∗∗∗ -0. 143∗∗ -0. 004

 

02 -0. 094
 

2∗∗∗

( -0. 88) ( -15. 42) ( -2. 08) ( -0. 12) ( -2. 58)
RGDPit -2. 795∗∗∗ -1. 324∗∗∗ -1. 377∗∗∗ -1. 123 -1. 630∗∗

( -2. 72) ( -3. 63) ( -2. 89) ( -1. 40) ( -2. 08)
RExpit 0. 017

 

7 -0. 125 -0. 173∗ -0. 108 -0. 213
(0. 05) ( -1. 34) ( -1. 81) ( -0. 52) ( -1. 14)

RImpit -0. 122 -0. 001
 

08 -0. 152∗∗ -0. 258∗∗∗ -0. 313∗∗∗

( -0. 56) ( -0. 13) ( -2. 32) ( -2. 89) ( -2. 88)
WTO 1. 923∗∗∗ -0. 482∗∗ 0. 645∗∗∗ 1. 217∗∗ 1. 037∗∗

(2. 98) ( -2. 11) (2. 89) (2. 29) (1. 99)
TFTit 0. 540 -0. 220∗ 0. 588∗ 1. 470∗∗∗ 1. 423∗∗∗

(1. 39) ( -1. 93) (1. 90) (5. 15) (4. 84)
ADclubi 3. 609∗∗∗ 1. 179∗∗∗ 1. 642∗∗∗ 1. 673∗∗∗ 2. 322∗∗∗

(3. 34) (14. 22) (9. 86) (6. 24) (7. 99)
Disti 0. 131 -0. 010

 

4 0. 113∗∗ 0. 289∗∗∗ 0. 314∗∗∗

(0. 59) ( -0. 47) (2. 22) (3. 22) (3. 20)
FTAit 0. 575 -0. 013

 

3 0. 128 0. 273 0. 310
(1. 24) ( -0. 07) (0. 89) (0. 91) (1. 15)

_cons -2. 794∗∗∗ 3. 065∗∗∗ 0. 830 -2. 256∗∗∗ -1. 149∗∗

( -3. 08) (18. 47) (0. 73) ( -4. 22) ( -2. 20)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注:括号内为 t 统计量,∗ 、
∗∗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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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具变量的实证结果稳健,因篇幅问题不再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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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低价行为和威胁本土产业的现象,
即使存在一定的歧视效应,也很难引致反倾销。
在此情况下,贸易成本效应与贸易互补效应对

反倾销的作用更加直接。 因此,制度距离上升

造成的贸易成本提升与贸易互补程度增加对反

倾销产生的抑制作用大于制度距离带来的认知

歧视对反倾销的促进作用。 第二,从时间趋势

角度来看(即考虑三种效应的动态变化),在不

同的时间点,双边的贸易成本与贸易互补程度

受双边制度距离变化的影响会迅速产生变化,
但认知歧视效应由于受《中国入世议定书》 第

15 条的约束,以及理念冲突在短时间内的相对

稳定性,其在动态时间内跟随制度距离变化的

幅度相对较小。 因此,在考虑动态变化时,也是

负向效应占据主导位置,制度距离在总体上会

抑制中国遭受反倾销概率。 第三,上述推论也

受到充足的事实依据支撑:从截面角度来说,根
据 WTO 统计,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数量最多的

前 10 个国家或地区(包含欧盟)中,有 7 个为

发展中国家(地区),印度更是高居榜首。 在全

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数

量及其占该国对外发起反倾销总数的比例均远

高于发达国家。 从此次测度的制度距离来看,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距离要小于与发达国

家之间的制度距离。 根据统计描述部分的表 2
中的测算结果可知,与中国制度距离最近的前

20 个国家(地区) 基本上均为发展中国家(地

区)。 从时间趋势来说,自 1992 年提出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与市场经济国

家的经济制度距离在逐步缩小。 加入 WTO 之

后,中国废止、修订了与世贸组织规则不一致的

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同时制定一批新的法律法

规,中国与 WTO 成员之间与经济相关的法律

制度距离也迅速缩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

速增长,出口产品逐步升级,与其他 WTO 成员

产品竞争程度日益加剧,但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反而增大。
随后对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先观

察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及是否存在弱工具变

量问题,通过表 3 中列(2)汇报的结果可得,工
具变量在 1%的显著水平下对制度距离存在显

著影响,且在使用工具变量后,列(3)参数的标

准误(可通过 t 值与系数判断)并没有明显比列

(1)基准回归大。 由此可以判定本研究所使用

的工具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也不存在严

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再借鉴方颖等提出的判

断方法[46]观察工具变量的排他性。 具体而言,
根据列( 4) 汇报的结果,工具变量系数显著。
但在加入制度距离后,列(5) 中工具变量变得

不显著而制度距离显著,这表明工具变量只能

通过影响制度距离进而影响反倾销,“排他性”
得以验证。 综上,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
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样有效。

2. 稳健性检验

(1)产品层面

反倾销通常基于产品层面发起,如果将中

国在特定年份出口到目的国的所有反倾销事件

加总再判断中国是否遭遇了目的国反倾销,然
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很有可能会高估制度

距离对反倾销的影响大小。 因此,使用中国出

口到某目的地的每种 HS8 位数产品是否在某

年遭遇反倾销(ADipt)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产品

层面数据进行回归,从而考察结论的稳健性。
回归结果见表 4 列(1)(2),其中制度距离系数

显著为负,表明制度距离增大,会降低中国遭受

反倾销的概率,这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考虑产品层面 考虑反倾销数量 考虑反倾销调查

(1)
ADipt

 

(2)
ADipt(IV)

(3)
ADit

(4)
ADit(IV)

(5)
Meit

(6)
Meit(IV)

idit -0. 005
 

72∗∗∗ -0. 013
 

5∗∗∗ -0. 187∗∗∗ -1. 792∗∗ -0. 415∗ -0. 653∗∗∗

( -2. 89) ( -2. 97) ( -2. 86) ( -2. 31) ( -1. 70) ( -2. 8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8
 

610 78
 

610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注:列(1)(2)还控制了产品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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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倾销数量

如果采用是否遭受反倾销二元变量为被解

释变量进行估计,可能会忽略制度距离对反倾

销遭受次数的影响,为此用“遭受反倾销制裁

的次数”替换“是否遭受反倾销制裁”,用“面板

OLS 法”替换“面板 Logit 法”来对基准方程进

行回归估计,对含工具变量的模型则采用两阶

段最小二乘法(2SLS) 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见

表 4 列(3) (4),制度距离变量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制度距离增大,会降低中国遭受反倾销的

概率,因此前文的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3)反倾销调查

进口国在发起反倾销制裁之前,还需要经

历一系列的法律程序,其中发起反倾销调查就

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 事实上,很多时候无

论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行为,进口国感觉自

身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后,都会发起反倾销调

查。 为检验上述制度距离影响反倾销相关理论

的有效性,以“反倾销调查” 为研究对象,用中

国是否遭受到反倾销调查(Meit)情况取代反倾

销制裁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结论是否稳健。
回归结果见表 4 列(5)(6),制度距离变量系数

仍显著为负,表明制度距离越大,中国遭受的反

倾销调查越少,结果依然与基准回归一致。
3. 三种效应检验

基于前文理论假说,利用式(3) (4) (5)逐

一检验贸易成本效应、贸易互补效应以及认知

歧视效应共三种效应是否成立,此外,各方程均

使用建交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表 5 汇报

了国家层面三种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汇
报了式(3)(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 列(2)(4)
(6)汇报了式(4)的估计结果,即中介变量对制

度距离回归的估计结果,考察制度距离对中介变

量的影响。 列(3)(5)(7)汇报了式(5)的估计结

果,即反倾销同时对制度距离和中介变量进行

回归,主要考察中介变量对反倾销的影响。
第一,表 5 中列(2) (3)汇报的结果表明,

制度距离会显著增加贸易成本,且贸易成本的

提高会显著降低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在加

入中介变量即贸易成本后,列(3) 中制度距离

系数与列(1) 相比明显上升,这印证了贸易成

本的上升确实是制度距离抑制反倾销的一个重

要渠道,符合假设 H1 预期。 第二,通过列(4)
(5)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制度距离会显著促进

贸易互补,且贸易互补会显著抑制反倾销。 相

较于列(1)基准回归,列(5)中制度距离系数明

显上升,这也表明贸易互补程度的提高是制度距

离抑制反倾销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符合假设 H2
预期。 第三,根据列(6)(7)汇报的估计结果,制
度距离越大,则认知歧视程度也就越大,且认知

歧视对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列(7)中制度距离系数相较于列(1)明显下

降,验证了制度距离的增大会通过歧视促进反倾

销的机制成立,符合假设 H3 预期。
以上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反倾销的影响

存在三种机制,即制度距离会通过提高贸易成

本和促进贸易互补这两个机制来抑制中国出口

产品遭受反倾销的概率,但也会通过引发认知

歧视这一机制增加遭受反倾销的概率。 本研究

结论拥有丰富的文献支撑,可靠性强,且与现有

研究相比,对制度距离和反倾销的关系进行了

更深入、更全面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

面:第一,现有与“贸易成本” 机制有关的研究

中,潘镇以引力模型为研究背景,分析得出制度

表 5　 国家层面三种效应估计结果

变量

基准 贸易成本效应 贸易互补效应 认知歧视效应

(1)
ADit(IV)

(2)
τit(IV)

(3)
ADit(IV)

(4)
Cit(IV)

(5)
ADit(IV)

(6)
GDi(IV)

(7)
ADit(IV)

idit -0. 651∗∗ 0. 092
 

1∗∗ -0. 428∗∗∗ 0. 025
 

1∗∗ -0. 607∗∗∗ 1. 059∗∗∗ -0. 768∗∗∗

( -2. 26) (2. 15) ( -2. 87) (2. 20) ( -3. 76) (2. 97) ( -6. 33)
zit -3. 262∗∗∗ -0. 524∗∗ 0. 130∗∗

( -5. 11) ( -2. 29) (2. 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1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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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会增加产品出口的成本[12] 。 在引力模型

中,高出口成本也意味着高出口定价,而大量学

者也明确指出出口价格与反倾销间有显著的负

向关系[17,47] ,以上均与本研究关于贸易成本效

应的结论一致,但本研究进一步理顺了各理论相

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第二,在与“贸易互补”机

制有关的研究中,Belloc 认为制度距离也会造成

两国在比较优势产品上的差异[30] ,而本研究的

贸易互补变量就是以产品比较优势为基础构造

的,因此本研究得出的制度距离的“贸易互补效

应”是对 Belloc 的研究结论的有力支撑[30] ,并在

此基础上延伸了对贸易互补与反倾销关系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 第三,在与“认知歧视”机制相

关的现有研究中,刘似臣等研究得出政治和经济

等制度因素的交织使得中国产品在反倾销中受

到了歧视待遇[48] ;贾玉成等研究得出制度差异

越大,贸易双方意识形态的对抗程度越深,会增

加反倾销发生的概率[49] 。 以上研究与本研究的

认知歧视效应含义相近,都表达了制度差异引起

的认知歧视对反倾销发生概率的促进作用,但是

本研究的结论也佐证了鲍晓华研究得出的反倾

销的实施具有主观性与歧视性这一观点[18] 。

五、结论与启示

利用 1996—2023 年中国与 60 个贸易伙伴

的国家层面的反倾销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

表明:制度距离会增加双边贸易成本,较高的贸

易成本会通过提高出口定价以及限制出口数量

进而降低中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制度距离会

提高双边贸易互补程度,减少中国出口产品对

进口国本土同类企业产品的威胁,进而降低中

国遭受反倾销的概率;制度距离越远,双边规则

与理念等认知方面的冲突越大,会提高中国遭

受反倾销的概率。 总体而言,在本研究考察范

围内,制度距离的增大会降低中国出口产品遭

受的反倾销概率。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
对外经贸摩擦必然存在长期性和复杂性的趋

势,需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应对,此次研究结论具

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正确认识贸易摩擦产生的深层次原

因。 本研究发现,制度差异并不是导致贸易摩

擦加剧的根本原因,制度距离对贸易摩擦具有

“双刃剑”效应,其产生的贸易成本效应与贸易

互补效应反而有利于减缓反倾销等贸易摩擦发

生的概率。 虽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
经济、文化制度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所

体现的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世界的基本特征,
不同制度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制度的

多样性带来交流,孕育融合,促进创新,推动人类

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握和顺应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坚持互利共

赢开放战略,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

策,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

“四个自信”,走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是中

国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基于此,中国

应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对

外开放的步骤和节奏,通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以有效缓解对外贸易摩擦:一方面,应积极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赢得更长的

时间窗口;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

开放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中国对

外贸易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第二,加强中国与发达国家关于反倾销的

制度协调。 中国应加快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中

国产品频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制度性

原因:一方面,应依据 WTO 规则,对各级政府

出台的各种产业政策、财政补贴政策等进行合

规性审查;根据国际通行的“竞争中性” 原则,
推动税收中性、债务和补贴中性、融资中性、政
府采购中性和监管中性,无差别对待各类所有

制企业,逐步消除所谓的“国有企业获得了不

公平竞争优势” 的制度性问题。 同时,中国应

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通过产业对话、谈判磋商、法律抗辩、业界合作

等非正式制度措施化解反倾销等经贸摩擦。 另

一方面,要合理设定应对制度歧视性贸易摩擦

的红线,以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后盾,以
贸易摩擦的对等报复为底线,做好打持久战的

准备,争取通过长期细致艰苦谈判,逐步修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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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逐
步消除贸易协定中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条款。 例

如,对于违犯 WTO 规则对中国发动的贸易制

裁以及在谈判中漫天要价的做法,要给予坚决

反击,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公平合理的国际

市场环境。 对在反倾销调查与裁定中仍采取

“替代国”或变相继续采取“替代国”以及滥用

贸易救济措施的做法,要通过政府交涉、法律抗

辩、产业对话等多种手段,积极探索化解摩擦的

新方法。 同时,要保有通过立法授权,对恶意挑

起贸易摩擦行为进行对等报复的余地,坚决捍

卫自身的合法利益。
第三,积极参与国内国际贸易治理规则重

构。 对内,要应对标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系
统清理违反公平、开放、透明市场规则的各种政

策文件,对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

合规性审查,推动差异化、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向

普惠化、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变。 对外,应稳步

扩大规则等制度型开放。 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

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以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
价值链为核心的产业分工与贸易新格局的发展

需要,主要发达经济体与大型跨国企业关注的

规则措施已由“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内措施”,
因此,构建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是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价值链纵深发展的客观要求。 当前,中
国正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CPTPP)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

对接。 通过深化国内相关领域的改革,如知识

产权保护、数字经济规则、环境保护标准等,推
动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规则接轨。 这不仅有助

于缓解对外贸易的制度性摩擦,还能为中国企

业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与安全水平,推动中国经济更高水平开放。
第四,加强国内制度改革与开放的联动。

一方面,国内制度改革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

撑,高水平开放需要强大的国内治理能力作为

保障。 通过完善国内法律法规、提升政府治理

效能、加强风险防控能力等措施,为高水平开放

提供坚实保障。 特别是,当前数字贸易和绿色

贸易领域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领域,中国需

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碳关税应对机制等规则

领域深化改革,为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发展提

供保障。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在要素市场化配

置、国企改革、金融开放等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但仍需通过进一步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激发

市场活力,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 通

过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措施,吸
引更多外资企业参与国内经济活动,为贸易高

质量发展提供更强的内生动力。 同时,进一步

加强区域开放合作模式改革,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开放举措,深化

“点线面”结合的开放模式,为国内制度改革与

开放联动积累重要实践经验,为应对国际贸易

摩擦提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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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increasing
 

downward
 

risk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frictions
 

show
 

prolonged
 

and
 

complex
 

trends.
 

Explor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rade
 

frictions
 

and
 

providing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has
 

become
 

crucial
 

for
 

advancing
 

high-level
 

opening-up.
 

Taking
 

overseas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
 

Chin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duces
 

trade
 

friction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panel
 

data
 

between
 

China
 

and
 

60
 

trading
 

partners
 

from
 

1996
 

to
 

2023.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ncrease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generally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China
 

suffering
 

from
 

anti-dumping.
 

After
 

robustness
 

tests
 

and
 

using
 

the
 

dur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establis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ddress
 

endogeneity
 

problems,
 

the
 

conclusion
 

tha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has
 

inhibitory
 

effects
 

on
 

anti-dumping
 

still
 

holds.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institutional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importing
 

countries
 

demonstrates
 

a
 

“ double-edged
 

sword”
 

effect.
 

While
 

amplifying
 

anti-dumping
 

risks
 

through
 

cognitive
 

discrimination,
 

it
 

mitigates
 

the
 

risks
 

via
 

trade
 

cost
 

and
 

complementarity
 

effects,
 

with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the
 

latter
 

exceeding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former.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high-level
 

opening-up,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trade
 

frictions
 

is
 

vital
 

for
 

building
 

an
 

advanced
 

open
 

econom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librate
 

opening-up
 

steps
 

based
 

on
 

domestic
 

need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to
 

eliminate
 

institutional
 

causes
 

of
 

frequent
 

trade
 

frictions
 

against
 

Chinese
 

products.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reshap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rules
 

and
 

expanding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regarding
 

rules
 

and
 

standards,
 

we
 

can
 

avoid
 

institutional
 

frictions
 

in
 

trade
 

and
 

enhanc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China’ s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linkage
 

between
 

domestic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vide
 

solid
 

guarantees
 

for
 

high-level
 

opening-up,
 

and
 

provide
 

a
 

stronger
 

endogenous
 

driver
 

for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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